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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 分野与再融合: 再思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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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传播和交通 “再融合”的研究中,传播和交通曾经共存的历史语义和

电报对铁路交通 (通讯)设施的依赖被当作两个主要的论据。然而,通过对 “传播”的历史

语义和 “电报”媒介史意义的再分析,可以发现,电报开启了信息传播反向影响交通运输的

历程,电报与报纸、广播先后确立了 “信息”与 “媒介”这两个现代传播语义生成中的关键

词,这不仅意味着传播和交通 “分野”的必然性,也预示着现代传播学科的生成。由此,传

播和交通曾经的语义 “共存”并不能为当下传播与交通的 “再融合”提供充足的支持,传播

与交通的再融合需要坚持以信息、媒介为关键词的现代传播学科的主体性,以此方能在现代

学科交叉融合中作出传播学学科视角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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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是传播学的核心概念,而对传播概念尤

其是现代传播概念的讨论大多会采用语义溯源的

方法,追溯传播与交通曾经共存的历史语义,也

因此,传播和交通的语义溯源是个老生常谈的论

题,已经 “了无新意”。①然而,随着近年来城市传

播对轨交、桥梁、位置媒体等城市 “基础性媒介”
的讨论,②以及莫利有关 “交通和传播再融合”议

题的 “引入”, “交通和传播”尤其是 “交通和传

播的再融合”研究俨然成为国内传播学界新近的

一个研究热点。③ 与此前老生常谈不同,莫利是想

通过重新定义 “传播”,确定传播和交通研究领域

进一步融合的可能性,不仅要超越 “狭隘”的

“以媒介研究为中心”的传播研究范式,④还要创立

一种可以同时解决所有象征问题 (传播)与物质

问题 (交通)的分析模式。[1]这奠定了此类研究的

基调,相关研究在 “恢复”被 “遗忘”与 “忽视”
的 “交通理论”的同时,不仅尝试 “重建”作为

交通的传播;[2]还基于 “交通” (交通通讯设施)
的物质性,指出传播与交通的 “(再)融合”,在

“物的维度”与 “流动性”两个方面实现了传播学

议程与范式上的 “突破”。[3]此种论证已经产生相

当的影响,如钱佳湧对轮船作为传递新闻信息的

物质基础设施与早期上海新闻业 “共生”影响的

考察,郭建斌以 “路”为 “媒”的表述,李暄以

“新交通”指称早期的无线电 (电报),厄里更要

求在一系列不同的语境下理解传播与交通研究领

域产生的重叠与联系现象。⑤

无论是从现代传播学科生成的 “史前史”视

角,还是在拓展传播定义、研究视野、范式等层

面,上述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

义,然而,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追问。上述研究主

要基于对 “传播”的语义考察,在回溯传播与交

通在历史语义层面曾经共存的同时,发掘电报对

铁路交通曾经依赖的史实,以此论证信息传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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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通讯设施的 “依赖”,为转向并重建涵盖交通

的 “完整的传播”提供理据。问题是,在历史语

义学层面,无论是传播和交通曾经的 “共存”,还

是其后的 “分野”,都是客观的史实 (事实),如

果其后传播与交通的 “分野”具有一定的历史必

然性,不仅表现为电报开启了信息传播 “反向影

响”交通运输的历程,还意味着传播学、交通学

与地理学等现代学科的 “必然生成”,那么传播和

交通曾经的语义 “共存”是否还能为当下传播与

交通的 “再融合”提供充足的支持? 是仅提供语

义的支持,还是据此就能 “无缝对接”当下的交

通与传播,实现两者的 “再融合”? 如果这种 “再
融合”还牵涉学科的交叉融合乃至学科再造,那

么是坚持传播学科的主体性和学科视角,还是听

任传播学消融于新学科的再造过程中? 以上问题

需要细加考察。
论文主要分为四部分:首先承认那段交通和

传播曾经 “共生”的史实;其次从历史语义学视

角展开有关交通与传播 “共生”现象的另一种读

解;接着分析 “闪电”般传递信息的电报对传播

和交通分野具有的 “肇始”意义;余论总结全文

并从学科主体性方面回应传播和交通的 “再融合”
研究以及与此有关的传播 “再定义”现象。

一、“众所周知”的史实:
交通与传播曾经的 “共生”

  毋庸置疑,交通和传播在语义上关系密切,
存在一段众所周知的 “共生”关系,现代意义上

的交通和传播都出自 “传播”一词,相关论据有

很多。仅就前文提及的相关研究中,莫利 《传播

与运输》一文即引征 《简明现代牛津词典》(1964
版) “传播”词条,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海耶

(Haye)、马特拉 (Mattelart)等人的相关文字论

证传播和交通的 “同源”。王鑫除了引征莫利所引

的 《牛津词典》、马特拉的文字外,还进一步引征

威廉斯 (Williams)《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语汇》
(以下简称 《关键词》)、凯瑞 (Carey)“传递观”、
彼得斯 (Peters)《对空言说》等相关文字论证传

播和交通的同源共生。卞冬磊除了引征以上提到

的威廉斯、莫利、凯瑞、马特拉等人外,还引征

斯里福特 (Thrift)、切特罗姆 (Czitrom)、斯特

恩 (Steren)等人的相关文字论证传播和交通同源

共生。⑥

现代传播的 “史前史”研究也提供了传播和交

通同源共生的 “证据”。刘海龙在考察中国传播研

究的史前史后指出,20世纪初期芝加哥学派的

“communication”被译成 “交通”而非今天的 “传
播”,“传播”在彼时仅指 “扩散”。[4]黄骏在 “考究”
库利博士论文 《运输理论》的基础上,揭示了 “传
播是观念的交通”这一被传播学界长期忽视的 “运
输理论”。[5]胡翼青等在考察电报对传播观念的冲击

时指出,电报虽使communication一词的内涵得到

了极大的延伸和拓展,但在电报发明之前,“trans-
portation”和 “communication”没有差别,传播手

段常被指交通手段如道路、运河和铁路。[6]袁艳则从

传播地理学视角指出,早期英语communication、法

语circulation以及德语Verkehr(流通)都 “混合”
了交通运输和信息传播的 “涵义”,拉采尔、库利

与英尼斯等人有关电报技术、交通理论、铁路史和

皮货贸易的研究中使用的即是这种 “混合涵义”,
甚至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西方学界还普遍采用这

种 “混合涵义”。[7]

可见,“传播”和 “交通”确实存在一段 “众
所周知”的 “共生”的史实。然而,上述研究追

溯的史实虽然相同,但对传播和交通 “共生”原

因的讨论则颇有差异。袁艳将之归于电报产生前

信息传递对交通运输的 “依赖”,莫利、王鑫等则

将之归于信息传递对交通物质基础设施的 “依
赖”。更进一步,袁艳承认电报导致了传播和交通

的 “分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播学和地理

学后来的走向, “传播渐渐脱离了物理交通的涵

义,专指符号和信息交流”,地理学则 “逐渐放弃

了信息传播而专攻物理交通”。袁艳对这段史实的

“回顾”是为了给当下地理学的 “传播转向”(“媒
介与传播地理学”)提供依据。莫利、王鑫等则是

通过确定19世纪30年代电报产生后直至20世纪

20年代传播和交通仍然 “共生”的事实,论证信

息传递对交通物质基础设施的 “依赖”,为转向、
重建涵盖交通 (物的传递)的 “完整的传播”提

供理据。因此,尽管两者都试图扩展传播学的研

究领域与研究范式,但是传播地理学强调的是地

理学的 “传播转向”,而后者则是传播的交通转

向,试图重回曾经的共生状态。
传播和交通确实存在一段共生的史实,尽管

电报发明后信息传递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存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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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的依赖,甚至当下的信息传递也没有完全

摆脱通讯基础设施的 “制约”,然而,客观地说,
上述论据并不能提供当下 “传播”转向 “交通”
的充足保证。从历史语义学视角,上述研究所引

征的传播与交通的语义共存现象也可做另一种

读解。

二、另一种 “读解”:大众传媒的
崛起与传播和交通的最终 “分野”

  作为历史语义学的经典之作, 《关键词》对

“关键词”语义流变的梳理源自社会历史实践的变

迁,虽能反映变迁的社会历史实践,但并不意味

着语词的现代语义可以 “重返”其历史语义。
《关键词》在国内主要被视为工具书,相关概

念可从那里 “信手拈来”。[8]有意思的是,威廉斯

本人并不认为 《关键词》是一本辞典,而是一种

探询和质疑文化与社会词汇的记录。[9]尽管如此,
把 《关键词》视作 “辞书”仍有一定的合理性。
威廉斯编写 《关键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弥补

传统辞典的不足。 《牛津大辞典》与 《约翰逊辞

典》主要关注语料及词源,较少关注词与词之间

的关联和互动,缺乏对晚近社会史中的意义发展

的描述,不足以用来把握 “关键词”的历史语

义;[10] 《关键词》则取径 “历史语义学”,重视

“意义与语境的探寻”,不仅强调词义的历史源头

及演变,而且强调历史的 “现在风貌”———现在

的意义、暗示与关系,以此揭示词语背后的历史

蕴含和隐含动机,《关键词》收入的词条只有131
条,但对于理解现代社会与文化现象颇为重要,
“在某些情境及诠释里,它们是重要且相关的词。
另一方面,在某些思想领域,它们是意味深长且

具指示性的词。”[11]也因此,“关键词”虽然不能等

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 “概念”,⑦但却往往被认为

是相关领域不可或缺的核心范畴,多半蕴含巨大

的理论能量,并对认识研究对象甚至一个学科的

深入发展具有根本意义。[12]就本文讨论的 “Com-
munication (传播)”来说,这个论断显然有一定

的适用性,上述相关研究征引 《关键词》 “Com-
munication”辞条也反映出这种适用性。

《关键词》“Communication”辞条分两个自然

段。第一段描述了 “Communication”的语义演

变。在17世纪末以前,Communication经过了拉

丁文communis(“普遍”)→communicate(“使普

及于大众”“传授”)→Communication (最初指的

就是 “使普及于大众” “传授”的这种动作)→a
communication (指用于 “普及” “传授”的物体)
的演变,而且从 “15世纪末期起”“acommunica-
tion”成为普遍的也一直是主要用法。“传播媒介、
通讯工具”作为Communication的 “一个重要的

引申意涵”要迟至17世纪末起才出现, “特别是

在诸如 ‘linesofcommunication’ (通信线)的一

些片语里可以见到”, “在道路、运河与铁路蓬勃

发展的时期里,communications通常是一个普遍

的抽象名词,代表这些通讯设施”。进入20世纪,
随着其他传递讯息与维系社会联系的工具不断发

展,communications也可用来指涉 (新闻、广播)
这些媒介 (Media)。威廉斯还进一步区别了现在

通称的 “传播工业” (communicationsindustry)
与 “运输工业” (transportindustry),Communi-
cations是指报纸、广播里的资讯与观念,Trans-
port则指载运人们与货物的交通工具。

第二段论及 “传播系统”与 “传播理论”方

面的争论。威廉斯强调有必要回溯到communica-
tion最初尚未定论的名词意涵———由 “transmit”
(传达、传递)这个动词所代表的二极意涵:单向

(one-way)的过程与相互分享的双向的过程。而

最接 近 的 意 涵——— “使 普 及 于 大 众”与 “传
递”———可以指的是单向或是双向,而单向或双

向的词义选择通常是重要的。也因此有人将传播

区分为manipulativecommunication (s) (操纵式

的传播)与participatorycommunication (s) (分
享式的传播)。⑧

从上述 “Communication”的语义流变中,可

以发现:传播和交通的 “共生”只是特定阶段的

历史语义,交通并不先在地享有 “Communica-
tions”的 “独占权”,传播也因20世纪 “其他传

递讯息与维系社会联系的工具的不断发展”而指

涉新闻、广播等媒介 (Media),以及 “报纸、广

播里的资讯与观念”,现在通称的 “传播” (com-
munications)与 “运输”(transport)也存在明显

的区别。而现代 “传播”语义生成的一个重要原

因则是新闻、广播等大众媒介及其资讯和观念传

递的崛起,这也导致了传播与交通的最终 “分
野”。关于此,库蕾也提供了一个线索,作为 “一
种现代概念”,交流 (传播)一词在20世纪得到

—52—

共生、分野与再融合:再思传播学视野中的传播和交通



公认并被广为运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诸如广

播及电视的所谓 ‘大众’传播方式在质与量上的

飞跃发展”。[13]

这也进一步影响到对 “传播”的定义。如前

所述, 《关键词》不仅强调词义的历史源头及演

变,而且强调历史的 “现在风貌”———现在的意

义、暗示与关系。言下之意,相较于源头,现在

的风貌更为重要。“传播”辞条第二段对 “传播系

统”与 “传播理论”方面争论的论述,可以看成

是威廉斯对 “现在风貌”的一个描述。在他对

“传播” “最接近的意涵” “‘使普及于大众’与

‘传递’”单向或双向词义选择重要性的论述,以

及对 “操纵式的传播”与 “分享式的传播”的区

分中,“传播”显然与信息有关,而与交通无涉。
而在更早的 《传播》(1962)一书中,威廉斯直接

将 “communication”一词界定为 “观念、信息、
态度被传送和接受的机构和形式”以及 “传送和

接受的过程”。⑨ 无独有偶,在另一本颇有影响的

“辞典”——— 《关键概念》中,费斯克也将传播

(communication)的两个 “定义”(定义一将传播

视为A送给B一个讯息,并对其产生一种效果的

过程;定义二将传播看做一种意义的协商与交换

过程)建立信息传递的基础上,[14]这里也看不到

“交通”的印迹。
有意思的是,前述相关研究对三本辞典的引

征存在三处颇堪玩味之处。一是莫利引征 《牛津

辞典》而忽略 《关键词》。威廉斯与莫利同为英国

学人,且莫利作为后辈受过威廉斯的影响。⑩按理,
在涉及传播和交通的讨论中,《关键词》理应为莫

利提供某些 “灼见”或启发,哪怕成为批评商榷的

对象,更何况 《牛津大辞典》“communications”一

词也采纳了威廉斯的 “论述说明”。然而,莫利对

《关键词》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二是与莫利不

同,国内学者更重视引征 《关键词》,但这种引证

却是选择性的。重视威廉斯有关传播和交通曾经

共生的语义论述,忽视威氏概括的 “现在风貌”,
更忽略威氏 《传播》一书中对 “传播”的定义,
而后者不仅是威氏所强调的传播的 “现在风貌”,
更是其文化与传播思想的 “基点”。三是另一部

“别开生面的传播学经典”——— 《关键概念》,不

仅少有引征,甚至还成为被批评的对象。李彬认

为,作为一部由 “传播与文化领域重要概念、范

畴、理论、观点、问题”等汇成的 “思想交响”,

《关键概念》显然有着明确的概念意识,其有关

“传播 (Communication)”的两种定义, “虽不是

结论性的 ‘定义’,但显然使人思路敞开,憬然而

悟”,[15]但在王鑫看来,费斯克对 “传播”的两种

解释忽略了 “传播”的物质维度,一方面强调

“以媒体为中心”,另一方面强调意义传播和交互

的过程;前者与威廉斯将20世纪的传播理解为大

众媒介相一致,后者偏重于信息符号交互和象征

意义的研究,又与凯瑞的理解异曲同工。[16]言下之

意,费斯克的 “定义”不过是威廉斯与凯瑞的综

合罢了。
三本辞典中,只有 《关键词》运用了历史语

义学方法,其对 “传播”一词的历史语义分析,
不仅指出了传播和交通曾经的 “共生”,还道出传

播和交通的 “分野”源自 “新闻、广播”等大众

媒介的崛起。尽管 《关键词》存在种种不足 (如
斯金纳批评的那样),但威廉斯还是准确抓住了传

播和交通最终分野的 “节点”。由此视角, “现代

传播”的生成自然与大众传媒的崛起有着紧密的

关联。

三、“闪电”般的传递信息:电报与
传播和交通分野的 “肇始”

  大众传媒的崛起导致了传播与交通的最终

“分野”,然而,历史地看,传播和交通的共存与

分野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电

报的发明是一个里程碑,电报让信息传递逐渐摆

脱了对交通运输的 “依赖”,并开始反向展现出对

交通的协调与控制功能。尽管这也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但却是传播和交通分野的 “肇始”。
电报产生之前,邮政、报刊等远距离信息传

递只能依靠马车、铁路、轮船等交通运输系统,
与物的传递同步。电报终结了这种 “同步性”,使

符号独立于运输工具而传输,而且比交通运输的

速度更快。[17]尽管如此,早期的电报尤其是有线电

报仍依赖铁路、道路等交通路线。电报的早期推

广颇多曲折,但与铁路一经结合即获得了快速发

展。1848年,英国近一半的铁路都有电报线与之

并行;北美的电报也和铁路一并西移,当铁路一

投入使用,电报立即成为关键的信息系统,既用

于协调铁路交通,也用于管理物流和服务流。[18]事
实上,1839年英国首条真正投入运营的电报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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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装设在两个车站之间作 “通讯之用”,[19]因为

“关于 火 车 的 信 息 要 先 于 火 车 到 达,以 预 防 撞

车”。上述史实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电报最早是以

“交通设施”的面目出现的。吊诡的是,电报这种

“交通设施”已经初步展示出对铁路交通的 “协
调”功能。

此后电报逐渐用于新闻行业并对新闻行业与

传播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从交通对信

息传递的 “制约”来看,电报仍然无法摆脱对交

通的 “依赖”。有线电报是两个物理地点之间的固

定传输,而且往往是类如电报局或车站等城市

(物理)交通的节点。电报大大提升了报刊信息采

集的速度,然而,如果报刊必须以纸质形态传布,
那自然要受到交通 (投递速度)的限制。这与广

播瞬时即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见,电报产生

后,信息传递仍然会受到交通的 “制约”。
然而,交通对信息传递的这种 “制约”并不

能简单地化约为 “通讯设施”对信息传递的制约。
首先,电报早期的一个面目是作为铁路的 “交通

设施”(保障铁路的畅通运行),这与相关研究将

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作为信息传递的 “通讯设

施”存在根本的不同。其次,信息传递自然离不

开通讯设施 (如微波站、卫星地球站乃至信号发

射塔等),但是信息传递与通讯设施的关系最好理

解为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如果

信息传递失去了正当性,通讯设施也就失去了存

在的必要性,如果没有通讯基础设施的完善,信

息传递也只能是镜中月水中花。最后,交通在现

代通讯设施的布点逻辑中已经不复像铁路、运河

时期那样重要,比如 “东数西算”工程,发达国

家的信息外包业务,SpaceX星链对地面基站的

“抛弃”。事实上,尽管数字时代通讯基础设施仍

很重要,但与交通的关联度已经大大减弱。
当然,我们仍要看到电报的发明对信息传播

与交通运输的分野所具有的 “肇始”意义。凯瑞

认为,电报第一次让信息传输在技术上摆脱了对

物理交通的依赖,并且反过来成为控制和协调物

理交通 的 工 具,仿 佛 “神 经 的 传 导 脱 离 了 肌

肉”。[20]如果凯瑞所言不虚,那么信息传播与物理

交通的 “分离”,进而协调与控制物理交通已经预

示着信息学科 (包括传播学)兴起的必然性。事

实上,在信息传递与物的运输的 “分野”的意义

上,电报的媒介历史意义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马克思对电报的兴起有过 “近距离的观察”。
他感叹 “闪电般”传递的电报不仅把 “整个欧洲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证券交易所”,[21]还几乎把农产

品、工业品等所有商品以及 “交往工具”等生产

和流通的资本全部汇聚到一起,并据此决定这些

商品能否进一步流通,“电报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

掌控社会资本的权力交易场所”;[22]电报还大量快

速地制造信息神话,“顷刻之间就可以把自己的发

明传遍全世界的报刊和电讯,在一天当中所制造

的神话而资产阶级蠢驴还相信和传播它,比以前

一个世纪之内所能制造的还要多”。[23]可以说,马

克思以上论述不仅揭示了信息传递对其时资本主

义社会的深刻影响,还预示着信息逐渐成为影响

社会发展的一个显性的独立的乃至具有决定意义

的一个要素。这也直接推动了相关现代学科的生

成与发展,传播学、交通学与地理学等现代学科

即受惠于由电报带来的传播与交通的 “分野”。
袁艳梳理了传播由交通向表征的 “转向”对

地理学从古典地理学向现代地理学发展的影响,
传播与地理虽 “本是同根生”,但传播和地理的

“分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播学和地理学后来

的走向,地理学渐渐放弃了信息传播而专攻物理

交通。[24]胡翼青、张军芳则在引征凯瑞、切特罗

姆、彼得斯等人论述的基础上分析了电报对传播

学的影响,电报带来了传播与交通的 “分离”,这

对美国传播业的形塑尤为明显,“电报在美国真正

开启了大众传播的时代”, “没有电报就不会发现

真正的传播现象,也就不可能有传播学”。[25]可以

说,尽管电报的发明没有即刻改变信息传播对交

通运输的依赖,但电报确实拉开了传播学、交通

学与地理学等现代学科生成、发展的序幕。
因此,尽管传播和交通的共存与分野是一个

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但电报的出场昭示着信息逐

渐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显性的、独立的乃至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要素,不仅让信息传递逐渐摆

脱了对交通的依赖,还进一步实现了信息对交通

的协调与控制,就此而言,电报实是传播与交通

分野的 “肇始”。

四、余论:信息、媒介、学科
主体性与传播的再定义

  作为 “众所周知”的史实,传播与交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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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 “共存”的历史。然而,不同研究虽追溯这

一相同的史实,但却服务于不同的论证目的,以

至于这段 “历史”已经成为一种 “迷思”。对这段

历史的反复追溯凸显了这段史实与现代传播学科

的生成存在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这段史实为现

代传播学科的生成奠定了基础,也是其后传播学

拓展传播研究的学科起点,这也正是有关现代传

播的史前史研究与当前传播与交通 “再融合”研

究无法回避这段历史的根本原因。
“传播”的历史语义分析表明,传播和交通的

“共存”与 “分野”是人类历史社会实践的反映,
不仅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

过程。交通和传播分野的 “肇始”由电报开启,
最终的分野则要归功于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介的

强势崛起。电报 “闪电般”的信息传递不仅在速

度上拉开了与 (交通运输)物的传递的距离,还

昭示着信息作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显性的独立

的乃至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出场。信息传递在

逐渐摆脱对交通 “依赖”的同时,开始反向展现

出对交通的协调与控制作用;大众传媒的强势崛

起在展现惊人效果的同时,最终促成了现代传播

语义和传播学科的生成。由此,信息 (内容)与

媒介 (尤指大众传媒)成为现代传播学科生成的

两个关键词。毋庸赘言,信息与媒介是美国主流

传播学与欧洲批判学派研究的两个聚焦点。北美

媒介环境学派虽然 “泛化”了媒介,但其研究的

媒介仍与信息 “相伴而行”。英尼斯 “媒介时空偏

倚论”中的媒介担负着用信息传承文明的重任,
麦克卢汉 “媒介即讯息”“冷热媒介”理论中信息

则作为媒介的指征和参照,波兹曼 “童年的消

逝”、梅罗维茨 “消失的地域”、莱文森 “挡不住

的呼唤”在重点关照 “电视”“手机”媒介的同时

还分析了 “成人秘密”“特写镜头”与 “短信”等

内容。基德勒引领 “物的传播”风潮的媒介考古

学理论也很难与留声机、电影、媒介、信息系统

相剥离。

当然,“信息”与 “媒介”也存在语义流变的

过程,如 “信息”从新闻信息拓展为 “大数据”,
“媒介”也由大众传媒延展到 “万物皆媒”,这源

于变化了的社会传播实践。尽管在内涵与外延层

面, “大数据”与 “万物皆媒”已非昔日的 “信
息”与 “媒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正是昔日的

“信息”与 “媒介”为传播学提供了打开 “大数

据”与 “深度媒介化”论域的可能。在这个意义

上,信息与媒介实为传播学考察世界的两个基本

的 “入射角”。事实上,无论是在突破传播研究的

信息传播范式,还是超越传播研究的媒介中心范

式,抑或蔚然兴起的以媒介 “认识论”和 “本体

论”相号召的媒介考古学、媒介地理学、媒介生

态学、媒介社会学、作为 “界面”的媒介研究,
“媒介”与 “信息”都占有一个基础性的地位,这

凸显了 “媒介”与 “信息”在现代传播研究中的

关键地位,体现了现代传播学科的主体性。
当下,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信息化社会与媒介

化社会,信息与媒介也已深深嵌入人类日常生活,
“移动中的交流”及 “共处而不交流”成为一种自

然化的现象,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交流 (信息)
对移动 (交通)的依赖,[26]不宁唯是,相较于电报

时代,当下信息对交通的协调和控制一定程度上

甚至可视作决定性的。有观点认为,当下 “流动

性”社会中的信息交流也受制于交通 (物)的移

动,私人汽车对广播媒介的 “拯救”,以及移动车

厢中手机带来的 “共处而不交流”的 “自然化”
现象反映出信息交流对交通 (物)的 “依赖”。[26],
尽管移动与交流关系密切,当下电子媒介和交通

的结合也更为紧密,但并不能潦草的得出以上

结论。
早期的电报对运河、公路与铁路等交通线的

依赖性确实很大,但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
信息对交通的 “控制”和 “协调”愈发显著,当

下的智能交通、自动驾驶、共享单车等交通工具

(所谓的媒介和设施)更是建立在信息大数据基础

上。当然,这并不是说信息决定了交通,而是说

信息对交通的依赖逐步减弱的同时,显现了对交

通的协调与影响,亦即凯瑞所谓的信息传输反过

来控制和协调物理交通。广播在遭遇电视的冲击

后,通过成为车载广播实现了 “自救”。[27]这一过

程虽可被视为私人汽车的兴起拯救了广播媒介,
但车载广播成为汽车的 “标配”也可解读为私人

汽车对广播的依赖,音乐频道的实时陪伴、交通

广播的交管信息让驾驶更为轻松便利。如果进一

步考虑到交通广播对日益拥堵的城市交通所具有

的疏导功能,乃至无人驾驶交通形式的出现,我

们就能看到凯瑞所谓信息对交通的协调与控制。
如果说车载广播与汽车还存在相互依赖的话,那

么智能手机已经摆脱了对大部分交通媒介 (如汽

—82—

2025年第2期



车、城轨)的依赖。借助智能手机,人们既可沉

浸于 自 己 的 “小 世 界”,也 可 介 入 自 己 身 处 的

“周遭世界”。这自然带来了所谓 “共处而不交

流”的现象,但这并非只有在 “车厢”中才会发

生,“在场而非交流”普遍地存在于移动传播时

代的人际传播中。[28]可以说, “共处 (在场)而

不交流”是移动传播时代的共相,导致这一共相

的是智能手机。由此,人群 “共处而不交流”与

“车厢”关联并不大,“自然化”本身恰恰说明手

机已经摆脱了对 “车厢”以及各式交通工具的依

赖,不宁唯是,手机还充当了旅途的 “伴侣”,
让旅途不再遥远,变相地提升了交通的速度。

理论而言,威廉斯对传播与交通的历史语义

分析,并不能否定当下基于新的社会实践而生成

的各种新的传播语义,甚至也不能以此作为传播

史前史有关传播语义溯源的唯一解释。而当下蔚

然成风的各种对传播的 “再定义”,不仅都基于一

定的新的传播实践样态,也都诉诸 “传播”一词

丰富的历史语义。因此,各 种 有 关 “传 播”的

“再定义”显然有其逻辑和当下经验的支持。问题

是,如果 “再定义”需要借助传播历史语义分析

的支持,那么就需要正视信息和媒介在现代传播

语义生成中的关键性影响,承认信息和媒介在现

代传播研究中所具有的 “入射角”意义。尽管当

下传播与交通在实践层面出现了一定的 “融合”态

势,以莫利为代表的传播与交通的 “再融合”研究

也颇显新意,然而,为了恢复 “交通”曾经的 “传
播”语义而选择性地征引传播的历史语义,已经偏

离了现代传播语义生成的史实;将信息传递曾经的

对交通 (通讯设施)的依赖演绎为传播对交通的始

终依赖,也违背了由电报肇始的信息反向协调与控

制交通的事实;而由交通的物质性所推导出的传播

的物质性与流动性,在逻辑上自然也存在不够自洽

的问题。由此,需要重新考察传播与媒介的丰富意

涵,将 “交通”带回 “传播”。[29]

莫利曾经主持过BBC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有关

集装箱化的 “多式联运”项目,其奇妙之处在于

人们可以借助安装于集装箱的全球定位系统在线

实时跟踪它 (及其不断变化的内容),从而对国际

贸易流动的地理规模和复杂性有一个生动的感知。

莫利以此佐证 “整合符号传播和物质运输形式的

必要性”,并以此实现 “对传播定义的 (再)扩

展,以便能把 (正如历史上曾经包括的一样)物

的流动、交通运输以及地理等内容涵盖进来。”[30]

客观地说,莫利的 “多式联运”研究并没有背离

媒介与信息这两个现代传播关键词,不仅集装箱

“多式联运”主要建立在卫星通信技术、互联网技

术、大数据技术、物联传感技术等信息传输技术

基础上,[31]集装箱流动过程中各种详细的个人故事

的 “可见性”也需要信息传播技术的加持,否则

根本无法进入BBC的电视、广播和在线观众的视

野。离开信息媒介技术的 “加持”,探讨全球化时

代交通工具的移动以及货物与人的流动,不仅不

可想象,也无法实现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

融合。事实上,莫利等主张的交通和传播的再融

合正是以信息的数字传输为基础的。因此,尽管

物的流动、交通运输以及地理 (空间)等内容原

本就是 “传播”概念的意涵之一,但这并不意味

着交通运输可以顺利地获得现代传播的意涵,也

不意味着交通运输及地理可以 “无缝对接”现代

传播。
应该指出,本文是针对当下有关传播与交通

“再融合”论题而展开的讨论和商榷,对相关论

题的讨论和聚焦不可避免地让本文的论证带有选

择性论证的缺憾,不仅 “零碎”,更缺少宏观的

传播思想史视角的对传播与交通语义的全面梳

理;也因为对威廉斯有关 “传播”语义的聚焦,
而忽略了其他学者有关传播语义的梳理和再发展

(如彼得斯 (Peters)在 《对空言说》中对传播的

讨论;克莱默尔 (Krämer)在 “信使模式”中对

于传播概念的梳理)。这也让论文对传播与交通

的 “再思”显得一鳞半爪。尽管如此,本文的讨

论还是有价值的,这不仅是因为传播与交通的分

野是现代传播学科生发的基础,而且也为当下传

播与交通的融合与再造提供了启示。唯有坚持传

播学科的主体性,才能在当下传播与交通的学科

融合与再造中做出基于传播学学科视角的贡献,
也才能 真 正 实 现 传 播 研 究 的 范 式 转 型 和 议 程

突破。
(责任编辑:李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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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传播作为人类的日常生活古已有之,对传播概念的讨论也百家

争鸣、见仁见智。然而,本文重在讨论传播与交通共存、分野与

再融合的问题,这决定了论文对传播现象与概念的讨论只聚焦

于特定的历史时段,具体来说,主要涉及与现代传播概念的生成

与传播学的诞生相关的历史时段,其他有关传播的概念虽会涉

及,但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② 代表性文献如张昱辰:《城市传播视野中的“交通”》,《中国社会

科学报》2015年第9期;张昱辰:《在全球与地方间的媒介:城市

轨道交通在上海的传播(1980—2010》,《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

3期;黄骏:《作为媒介的交通设施:武汉长江大桥的国家符号与

城市记忆(1954—2018)》,《新闻界》2019年第11期;张昱辰:

《技术、身体与流动城市:流动性视角下上海地铁中的日常交往

与空间实践》,《人文地理》,2023年第6期;张文杰,胡泳:《位置

媒介的“底座”从何而来? ———北斗芯片的技术路线溯源》,《新

闻爱好者》,2024年第2期。

③ 代表性文献有:戴维·莫利:《传播与运输:信息、人和商品的流

动性》,《新闻记者》2020年第3期;戴维·莫利:《后疫情时代的

全球化:封锁中的流动性》,《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3期;王鑫:

《物质性与流行性:对戴维·莫利传播研究议程扩展与范式转换

的考察》,《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9期;卞冬磊:《遗忘与重建:

作为“传播”的“交通”》,《新闻大学》2021年第1期;黄骏:《传播

是观念的交通:查尔斯·库利被忽视的运输理论及其当代启

示》,《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1期;王鑫:《历史、语境与通

路:当下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对戴维·莫利教

授的访谈》,《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期。

④ 参见戴维·莫利:《传播与运输:信息、人和商品的流动性》,《新

闻记者》2020年第3期;王鑫:《物质性与流行性:对戴维·莫利

传播研究议程扩展与范式转换的考察》,《国际新闻界》2020年

第9期。王鑫:《历史、语境与通路:当下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几个

关键问题———对戴维·莫利教授的访谈》,《国际新闻界》2021
年第11期。

⑤ 参见钱佳湧、陈李龙:《轮船与早期上海新闻业———基于<上海新

报>和<申报>的考察》,《新闻记者》2021年第10期;郭建斌、王

丽娜:《由“路”及“道”:中国传播研究的一种新的可能》,《国际新

闻界》2021年第11期;李暄:《“创造”上海广播:中国早期的无

线电世界》,《新闻记者》2022年第6期;王鑫,崔思雨:《约翰·

厄里“新流动范式”与传播物质性研究对社会学理论的接合与涵

化》,《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3期。

⑥ 因为这三篇论文的相关引征颇具代表性,故本文没有提供其他

文献,不排除其他文献提供了新的引征来源。此外,相关论述颇

占篇幅,可参看原文,此处不赘。

⑦ 斯金纳即批评威廉斯《关键词》过于轻率地将“关键词”混同于

“概念”。参见 QuentinSkinner,“TheIdeaofaCultureLexi-

con,”inQ.Skinner,VisionsofPolitics:RegardingMethod,p.

160.

⑧ 上述两段关于《关键词》“Communication”(传播)词条的引用与

转述都出自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

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第119-120页。需要说明的

是,中译本将“...thepressandbroadcasting...”译为“新闻、广

播”,将“...inprintandbroadcasting....”译为“报纸、广播”。

在威廉斯建议参阅的另一相关词条“Meida”(媒介)中,中译本将

“thepress”(“Mediabecamewidelyusedwhenbroadcastingas

wellasthepresshadbecomeimportantincommunications。”)译

为“新闻报纸”。因此,上述段落中的“新闻”(thepress)应理解

为与广播并列的媒体意义上的新闻报纸,而报道文体意义上的

新闻。上述英文引用来自RaymondWilliams.Keywords:avo-

cabularyofcultureandsociety(Revisededition).OXFORDU-

NIVERSITYPRESS.NewYork.1985.pp90.237-238.

⑨ 威廉斯的论证思路与《关键词》“传播”辞条的论证思路基本一

致。《传播》中,威廉斯承认,根据古老的理解方式,“communica-

tion”可以是“从某地到某地的路线或渠道”,也可以表示“观念、

信息、态度在人和人之间的传递”,工业革命与铁路、轮船交通技

术的进步则进一步让“communication”具有“旅行和运送方式”

的意涵,但他认为,随着印刷、电影、广播、电视技术的出现,

“communication”还可以用来表示“观念、信息、态度在人和人之

间的新的 传 递 方 式”。参 见 Williams,Raymond.Communica-

tionsLondon:PenguinBooks,1971.p.17。

⑩ 在王鑫对莫利的访谈中,莫利先后两次论及威廉斯的观点对其

产生的影响,这可以证明威廉斯对他的影响。参见王鑫《历史、

语境与通路:当下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对戴

维·莫利教授的访谈》,《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1期。

 按威廉斯《关键词》“导言”所述,《牛津大辞典》即以他对传播的

论述说明“communications”的其中一个用法。参见《关键词》

“导言”第34页。

18世纪30年代,由于铁路迅速发展,迫切需要一种不受天气影

响、没有时间限制又比火车跑得快的通信工具,用以联络交通。

参见Ronalds,B.F.(Feb2016).“TheBicentennialofFrancis

Ronalds’sElectricTelegraph”.PhysicsToday.doi:10.1063/

PT.3.3079.

 从基德勒的代表作《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与《文学、媒介、信息

系统》的书名即可看出。

 比如雷蒙德.威廉斯有关“物质文化”的研究就论及了传播的物

质性,参见徐敏:《鸦片与轮船:晚清中国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

述》,《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事实

上,北美环境学派“泛化”的媒介观,媒介考古学对媒介物质性的

讨论等都涉及传播物质性的讨论,都可作为讨论传播物质性与

流动性的入射角。

 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中认为传播具有多种语义:即“连接”、“迁

移”、“传输”、“发射”、“交换”、“符号互动”等功能和含义,也是观

念、信息和态度借以传输和接受的制度与形式;克莱默尔的“信

使模式”指出:关于传播的概念,一直有两种认知模式。一种模

式是人际理解模式,这一模式视传播为一种对话式的理解,采取

相互的言语-行动形式,其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非工

具性的关系。另一种模式是技术传递模式,这一模式视传播为

一种信息传递和数据处理的过程,以存在着信源和信宿之间的

信息传递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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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iosis,DivisionandReintegration:RethinkingCommunicationand
TransportationfromthePerspectiveofCommunicationStudies

ChenChangsong,FuPeng

【Abstract】Thehistoricalsemanticsofthecoexistenceofcommunicationandtransportation,and
thedependenceofthetelegraphonrailwaytransportation(communication)facilities,arethetwomain
argumentssupportingthecurrentresearchonthe“reintegration”ofcommunicationandtransportation.
However,throughthe“re-analysis”ofthehistoricalsemanticsof“communication”andthehistorical
meaningofthemediaof“telegraph”,itcanbefoundthatthetelegraph,newspapers,radioandother
massmediahavesuccessivelyestablishedthekeywordsinthesemanticgenerationof“information”and
“media”,whichnotonlymeanstheinevitabilityofthe“division”ofcommunicationandtransportation,

butalsoindicatesthegenerationofmoderncommunicationdisciplines.Thesemantic“coexistence”of
communicationandtransportationinthepastcouldnotprovidesufficient“support”forthecurr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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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andthetelegraphbegantheprocessofinformationdisseminationinfluencingtransporta-
tioninreverse.Thereintegrationofcommunicationandtransportationshouldadheretothesubjectivity
ofmoderncommunicationdisciplineswithinformationandmediaasthekeywords,soastomakecontri-
butionstotheperspectiveofcommunicationdisciplinesintheinterdisciplinaryintegrationofmodern
disciplines.

【Keywords】Communication,Transportation,Information,Medium,HistoricalSeman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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